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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課
新約世界的背景
兩約之間四百年間表面上是空白的，實際上卻在其中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深深地影響著新約世界的政治環境與文化，社會狀況，以至百姓的思想與神學觀念。這些影響使新約世界的事情及其間的種種變有所了解。以下是各政權所帶來的影響，並如何奇妙地為新約世界的來臨而作預備。
(1) 波斯
(1) 波斯國教祆教為猶太百姓帶來新的文學體裁與新的概念，促成了啟示文學。新約文學在某程度上亦受啟示文學的影響，故亦間接受波斯宗教的影響。神的啟示往往會透過當時代的文化向人啟示，而兩約間波斯宗教已透過啟示文學成了一種甚為普及的文化，故此新約著作受其影響，並不為奇。無疑，啟示文學的確在很多觀念上為新約世界的來臨，也為基督的來臨，作好預備的工夫（例如他世式的新開始），但新約仍主要是神在當時代透過基督而帶來的啟示，而不單是啟示文學的延續。
(2) 事實上，啟示文學的善惡二元觀、消極的末世觀、天使觀、宿命論，都沒有在新約中得著認同。然而，就文學上及其方面思想而言，新約與啟示文學是有雷同之處，其中以使徒約翰的著作，他所寫的啟示錄及約翰書信，都有種種啟示文學的色彩。啟示錄是最典型的啟示文學著作。因此，啟示錄（並但以理書）的神學在聖經中別樹一幟，在解釋時就要格外小心，不能以偏概全，而忽略聖經整體上的教導。
(2) 希臘
(1) 希臘的文化雖受到不少猶太人的排斥，然而亦新約世界有不少正面的影響。最明顯的是，希臘文化的推廣（雖然帶有很強的強制和壓迫性）為猶太百姓帶來一種跟當時世界共通的文字及文化，使一直以來少與外界接觸的猶太人能因此而有新的世界觀，更多關注世界。新的世界語（新約整個地中海世界都通用希臘文）、新的希臘文舊約譯本（七十士譯本）、新的世界觀，對新約以「去」為主要策略的福音工作有莫大幫助。新約的宣教工作展開極快，跟當時世界（地中海世界）有共通文化及文字有極大關係。假若新約是以僅在巴勒斯坦流行的希伯來語寫成並流傳，或者舊約沒有譯為希臘文，則福音工作之展開必然大受阻礙。
(2) 另一方面，啟示文學作者雖然一般都敵視希臘文，認為是對傳統猶太文化宗教的一種沖擊，然而他們本身亦難免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希臘文化崇尚個人主義，崇尚開放與自由，這種風氣有助推動猶太著接納新觀念新思維。兩約之間雖然沒有了神的直接啟示，但猶太著作卻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產生了無數有新觀念新文體的著作。這與希臘文化的開放精神，實有密切關係。新約世界成了一個與舊約世界甚為不同的世界，就是百姓較為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一個明證。
(3) 故此，我們不宜因啟示文學對希臘文化有所抗拒而誤以為猶太人全然拒絕希臘文化。關鍵只在於這些新文化有否與猶太信仰出現直接的矛盾衝突，若有衝突而又被迫去依從的話，他們中間就會有人誓死反抗。情況就如但以理一樣，他可以順服地學習外邦文字及知識，可以盡忠地服侍外邦宮廷，然而當真正有衝突出現時，他就會誓死不從，堅貞到底。這種兼有認同(Identification)及分別(Separation)的態度，是主前六世紀但以理的態度，亦是主前二世紀但以理書作者的態度，也是兩約間一般猶太人的態度。
(3) 獨立的馬加比王朝
(1) 自猶太百姓被擄巴比倫開始，百姓就被外邦王朝相繼統治著，包括巴比倫，波斯，希臘多利買王朝，希臘西流基王朝及羅馬，一直到主後70年猶太百姓被分散列邦，然後延綿近二千年後，最後才於主後1948年在聯合國協助下得以在巴勒斯坦復國。

(2) 在這漫長歲月中，唯有在馬加比王朝時代百姓才得享短暫(雖然並不穩定)的獨立日子。馬加比王朝極盛時期，確曾帶來百姓很高昂的民族獨立精神。然而，這王朝隨後的腐敗與衰亡，卻使人一方面維持一種民族主義高昂精神，另方面則不再盼望一位從人中而來的彌賽亞，因為馬加比王朝已使他們失去這方面的盼望。他們轉而盼望一位從天而來的彌賽亞，帶給百姓在軍事政治上的釋放。

(4) 羅馬
(1) 羅馬是一個極講求效率、極強大的國度。雖然羅馬人對猶太百姓基本上維持壓迫的態度，然而在其統治下，國家卻算是一片太平。國民可自由出入其宏大國土的各地方，而無須擔心旅途的平安。這點對新約傳道工作有莫大益處。羅馬所建立的龐大道路系統（有所謂「條條大道通羅馬」）及道路上的驛站，成為新約之宣教士（例如保羅）所使用的道路。保羅是猶太人，且屬法利賽人（徒廿三6），在著名教法師迦瑪列門下受訓(參徒五34，廿二23，廿六5)，但他所兼有的羅馬人身份(徒廿二28)使他享有特多的權益。然而，儘管羅馬帝國的太平盛世為新約世界的福音事工作了重要的舖路預備，但此國度對上帝的狂傲及對福音的棄絕卻也同時標誌著此強大帝國他日的倒下與消亡。
(2) 總結而言，猶太人在兩約期間所接觸的文化：波斯文化、希臘文化及羅馬文化（合稱希羅文化），都對百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新約教會能在一更完備的文化中孕育出來。猶太文化本身著重傳統與道德，希臘文化著重開放、民主與自由、科學精神。羅馬文化則著重實際、團結與效率、善用資源、運用與目標等等。三者的結合就成為一個更完整的文化體系。當然，猶太信仰核心的轉變（由聖殿、律法、祭司為中心的信仰轉為以會堂、聖經、文士為中心的信仰），也大大幫助了新約教會的發展。保羅往小亞細亞及歐洲宣教時，就以當地的猶太會堂為福音據點（參徒十七1-2，10，17；十八4；十九8）。
(3) 此外，在兩約之間的四百年間，猶太人相繼受外族統治，百姓長期陷於戰亂中，使他們更盼望彌賽亞的降臨。羅馬政府雖帶來猶太人較安舒穩定的日子，沒有甚麼外敵可侵凌猶太百姓，但沉重的徵稅及羅馬兵對民間的種種欺壓仍然嚴重，所以百姓仍是繼續盼望彌賽亞的來臨。耶穌母親馬利亞的尊主頌（路一46-45），那「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的西門(路二25)，以至將耶穌降生之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的女先知亞拿(路二36-38)，都表明出百姓的彌賽亞盼望。總之，無論是羅馬的道路及穩定政局、希臘的七十士譯本及普及的希臘文字、兩約間孕育的復活與永生觀念，凡此一切，都奇妙地為基督之來臨，新約世界的出現而作了舖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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